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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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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湖北省水稻主产区 1 317 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

托管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

字金融使用水平通过促进农户耕地转入、提升农户家庭创业水平以及提高农户信息可得性进而促使其参与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3）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于年

龄 65 岁及以上、家庭耕地面积 2 hm2（30 亩）及以上、土地细碎化程度较大的农户的生产托管行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

著。4）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田间管理环节托管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农户耕播环节托管行为和收烘

环节托管行为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要加快健全农村地区数字金融体系，积极开展“数字金融+生产托管”专

项服务，提高数字金融服务效率。同时，应当加强数字金融服务的群体包容性，为农户提供个性化的数字金融产

品，打通数字金融普惠“最后一公里”，有效促使农户参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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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 317 farmers in the main rice-producing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this 

study uses the Probi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use level on farmers’ production 

custody behavior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production custody behavior.  2） The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encourages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ustody services by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arable l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improving the availability of farmers’ information.  3）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the use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on farmers’ production custody behavior.  

Specifically， the usage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custody 

behavior of farmers aged 65 or above， whose family cultivated land area is 2 hm2 or above， and those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land fragmentation. 4） The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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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field management outsourcing behavior， but i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outsourcing behaviors in 

the sowing and harvesting and drying stag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gital financial system in rural areas， actively carry out the special service of “digital finance + production 

custod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Meanwhile， we should strengthen group inclusion 

in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provide personalized digital financial products tailored for farmers， overcome the 

“ last mile”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effectively encourag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ustody services.

Keywords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production trusteeship of farmers； arable land transfer；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正确处理小农经

济与现代农业发展关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的重中之重［1］。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

典型形式，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既可以满足小农户的

“恋地”情结，又能够在保障农户土地经营权不变的

前提下有效缓解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为我

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2-3］。近年来，我

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推进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我国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 107 万个，服务面积达 1. 31 亿

hm2（19. 7 亿亩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快速发展

有助于破解“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难题，为我国

农业生产绿色化、高效化转型注入动力。为此，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社会

化服务标准体系建设，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

节，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然而，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托管仍面临小农

户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生产环节发展薄弱的困

境［4］。因此，在“大国小农”背景下，探寻激励农户参

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可行路径，引导农户将生产

托管行为落到实处，对于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从我国现实国情与乡村发展情况来看，城乡发

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情况依然存在［5］。

其中，城乡金融发展均衡性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城

乡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农村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满足

当前“三农”发展的需要，无法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

展注入持久动力。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

展，农村数字金融应运而生，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金融可以大幅降低金

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渗透率，从而

有效提升金融资源的可利用性［6］。对此，学界展开

了广泛探讨，主要分为以下 3 个方面：一是数字金融

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数字

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降低生产风险冲击以

及促进市场参与来影响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

行为［7］。另有研究指出，数字金融除资金融通功能

外，同样具有较好的信息传递功能，可以通过提升

农户信息可得性，进而影响其绿色施药行为［8］。二

是数字金融对农地资源配置的影响。已有研究表

明，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提

升农户信贷可得性两条路径影响其农地流转行为，

进而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9］。三是数字金融对农

户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部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

可以通过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促进农户家庭创

业从而缓解家庭财富不平等，提高其家庭财富积累

水平［10］。另有学者指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社

会信任水平从而提高农户创业绩效，对其家庭财富

积累产生积极影响［6］。可见，数字金融已经深刻融

入农户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然而，作为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形式

之一，鲜有研究关注到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

产托管行为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湖北省 1 317 户水稻种植

户的调研数据，深入探讨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

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完善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体系，制定有效推动农业生产

托管高质量发展与规范化管理的相关政策提供经

验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1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

影响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业生产

经营模式，具有投入成本高，风险系数大、投资回报

周期长等特征，故资金需求量较大［11］。然而，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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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生产主体大多以小农户为主，其自身资金

储备较少、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支撑农业生产托

管。并且，由于缺乏抵押资产、个人征信信息缺失

以及居住地较为分散等问题，小农户往往受到金融

排斥，生产性借贷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5，12］。作

为新兴金融业态，数字金融的首要功能在于缓解农

户资金约束，提高其信贷可得性［10，13］。一方面，传统

金融机构为降低信贷风险，其金融产品大多具有抵

押担保要求 ，使得农村居民面临较高的融资门

槛［14］。而数字金融依托大数据信息技术，可以准确

地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评级，并依据评级结果进行精

准放贷，有效缓解了农户因缺乏抵押资产、个人征

信信息缺失等问题所产生的信贷约束，进而为农户

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15］。

另一方面，由于农户居住地较为分散，且农作时间

较为固定，其获取金融服务易受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而数字金融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突破空

间地理制约，延长金融服务获取时间，有效降低了

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提高了

其信贷可得性，从而为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12，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说（图 1）：
H1：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 2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影响

的作用机制

1. 2. 1　耕地转入在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影响农户生

产托管行为中的中介效应

耕地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生产要素，其

有序转入是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助推农户生产托管

行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17］。一方面，数字金融作为

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机构相

结合所形成的新兴金融业态，其凭借着“低成本、高

便捷、覆盖广”等产业优势，可以有效突破传统实体

金融网点的距离限制，降低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门

槛。农村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切实改善了传统金

融体系的弊端，降低了农户的金融交易成本，缓解

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5，7，18-19］。因此，随着农户数

字金融使用水平的提高，其信贷可得性将会得到有

效提升，生产性融资需求将会得到充分满足，从而

为其耕地转入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9］。另一方面，

耕地转入将会扩大农户家庭经营面积，然而部分农

业生产环节对农户体力要求较高，所需劳动力投入

较大，农户难以在有限的劳作时间内完成全部生产

环节，因而选择将部分生产环节进行外包［20］。此

外，随着农户家庭耕地经营面积的不断扩大，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的技术效率将会得到有效提升，技术

优势将会更加凸显，单位面积的托管成本将会明显

下降，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因而农户更倾向于购

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7，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

下假说：

H2：数字金融使用水平通过促进农户耕地转入

进而促使其参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1. 2. 2　家庭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影响农户生

产托管行为中的中介效应

家庭创业是数字金融使用水平促进农户生产

托管行为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作为新兴金融业

态，数字金融具有支付、借贷、理财三项功能。其

中，数字支付功能和数字借贷功能使用频率最高、

范围最广［11］。首先，数字支付功能具有“覆盖广、成

本低、速度快”等优势，农户作为创业主体，在创业

过程中可以借助移动支付工具快速完成各类交易，

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7，10］。其次，

数字借贷功能可以有效弥补传统金融体系的短板，

图 1　研究框架图

Fig. 1　Research fram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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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创业融资门槛，缓解创业融资约束，为农户家

庭创业提供更为便利的金融服务［10］。此外，随着农

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的提高，其金融素养将会得到

有效提升，对于家庭创业风险具有更为合理的预

期，能够准确预测创业投资的未来趋势，有助于增

强其家庭创业的自信心［22-23］。另一方面，随着农村

创业活力的增强，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个体，通常

会选择经济效益更高的“非农化”家庭创业活动，导

致其家庭劳动力不足，并且由于自身精力有限，无

暇顾及全部的农业生产环节，因而会选择将部分生

产环节外包。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3：数字金融使用水平通过提升农户家庭创业

水平进而促使其参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1. 2. 3　信息可得性在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影响农户

生产托管行为中的中介效应

相较于传统金融体系，数字金融依托于大数

据、云计算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具有良好的信息传

递功能。农户可以借助数字金融服务对生产托管

信息进行获取、处理以及应用，准确获取托管信息

有助于农户把握托管市场动态，对其参与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产生积极影响［6，8］。一方面，随着农户数字

金融使用水平的提升，农户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平台

获取到便捷性、准确性以及透明度更高的生产托管

信息，有效缓解了自身的信息约束，降低了托管信

息的获取成本，使其可以精准匹配到符合自身需求

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10，12，24-25］。另一方面，农户还可

以借助数字金融平台传递生产托管需求，更有针对

性地与服务供应主体开展合作交流，缓解托管双方

信息不对称，有效实现信息交互，从而对农户参与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产生推动作用［6］。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说：

H4：数字金融使用水平通过提高农户信息可得

性进而促使其参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2　研究设计

2.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2 年 7—
8 月对湖北省水稻种植户开展的农户问卷调查，调

研区域选择依据在于：第一，湖北省作为我国水稻

主产区之一，水稻生产托管工作成效显著。截至

2021 年，湖北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近 498. 67 万

hm2（7 480 万亩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 30 507

个，服务小农户 396 万户。第二，湖北省农村数字金

融普及工作稳步推进，在全国率先打造“农经数

据+金融服务”新模式，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

发展深度融合，着力解决涉农主体融资困难等问

题，以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首先，依

据可行性原则，在湖北省内随机抽取天门市、仙桃

市、枝江市、云梦县、松滋市、钟祥市作为样本采集

区域。其次，在样本采集区域内随机抽取 2~4 个乡

（镇）。再次，从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 2~4 个行政

村。最后，从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 15~20 名农户

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农户个人及家庭基

本特征、农业生产经营情况、农业生产环节托管情

况以及数字金融使用情况。调查主要采取面对面

的问卷访谈形式，调研员依据受访农户的明确回答

填制问卷。本研究剔除包含异常值和缺失值的问

卷后，最终得到 1 317 个农户样本。

2. 2　变量设置

2. 2.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产托管行为。

相较于其余水稻生产环节，水稻种植中耕地、收割环

节所需劳动力投入较大，且获取机械化服务更为便

利，进而导致多数农户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均购买了

这两类机械化服务。同时，考虑到托管组织可以向

农户提供耕地、播种、施肥、打药、灌溉、收割、烘干等

多环节的全程化服务。因此，为更好地反映数字金

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效应，本研

究参照孙小燕等［26］、王宁柯等［27］的研究，选取“是否

向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买耕地托管服务”“是否向农

业生产托管组织购买播种托管服务”“是否向农业生

产托管组织购买施肥托管服务”“是否向农业生产托

管组织购买打药托管服务”“是否向农业生产托管组

织购买灌溉托管服务”“是否向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

买收割托管服务”以及“是否向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

买烘干托管服务”7 个题项对生产托管行为进行定

义。若农户购买了上述 3 个及以上环节的生产托管

服务，则视为农户具有生产托管行为，取值为 1；反
之，则视为农户不具有生产托管行为，取值为 0。
2. 2.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借鉴何婧等［6］、张林等［10］及王小华等［5］的研究，从数

字支付、数字借贷和数字理财 3 个维度衡量农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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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金融使用情况。数字支付维度，选取题项“是否

使用微信、支付宝等数字化支付方式购买农资”进

行衡量；数字借贷维度，选取题项“是否通过网络借

贷渠道进行农业生产借款/贷款”进行衡量；数字理

财维度，选取题项“是否通过手机银行进行理财”进

行衡量。若农户存在上述任意一项数字金融使用

行为，则视为农户具有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取值为

1；反之，则视为农户不具有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取

值为 0。
2. 2. 3　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包括耕地转入、家庭创业以

及信息可得性。其中，耕地转入选取题项“过去一

年您家是否转入耕地”进行衡量，若存在耕地转入，

则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家庭创业选取题项“过

去一年您家是否有人创业”进行衡量，若家庭成员

存在创业行为，则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信息可

得性选取题项“利用数字化渠道搜寻农业生产信息

的成本节约程度”进行衡量，并根据成本节约程度

由低到高进行赋值，该变量取值介于 1~5。
2. 2. 4　控制变量

为避免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干扰，本研究参照

已有研究［7，10-11，28］，对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进

行了控制。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为

村干部、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特

征包括家庭总收入、土地细碎化程度、家庭承包耕

地面积。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中介变量

Mediating variabl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变量

Variable
生产托管行为

Production hosting service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耕地转入

Conversion of farmland to other uses
家庭创业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信息可得性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是否为村干部

Is respondent a village official
政治面貌

Politics status
受教育水平

Degree of education
健康状况

Health condition
家庭总收入

Family income
土地细碎化程度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of the land
家庭承包耕地面积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contracted by 
families

定义及赋值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过去一年是否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是=1；否=0
受访农户使用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

字理财中任意一项；是=1；否=0

过去一年是否转入耕地；是=1；否=0

过去一年您家是否有人创业；

是=1；否=0
利用数字化渠道搜寻农业生产信息的

成本节约程度：1=非常差；2=不太好；

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男=1；女=0
受访农户实际年龄

受访农户是否担任村干部；

是=1；否=0

受访农户是否为党员；是=1；否=0

受访农户受教育水平；未上学=0，
小学=1，初中=2，高中=3，大学=4
受访农户健康状况；1=很差；2=较差；

3=一般；4=较好；5=很好

受访农户家庭年收入，万元

受访农户家庭经营地块数

受访农户家庭承包耕地面积，hm2

均值

Mean

0. 306

0. 554

0. 377

0. 169

3. 838

1. 060
59. 975

0. 172

1. 161

1. 864

4. 052

12. 104

13. 878

2. 190

标准差

SD

0. 461

0. 497

0. 485

0. 375

1. 155

0. 238
9. 429

0. 451

0. 368

0. 876

0. 932

32. 484

166. 417

13.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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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模型构建

2. 3. 1　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农户生产托管行为

属于二元变量，因此运用 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i = β1 xi + α1 ci + μi （1）
式中：yi 为第 i 个样本农户是否购买生产托管服务，

若农户购买生产托管服务，则 yi = 1，否则 yi = 0；
xi 为数字金融使用水平；ci 为控制变量；β1 和 α1 为待

估计系数；μi 为误差项。

2. 3. 2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数字金融使用水平是否通过耕地转

入、家庭创业以及信息可得性影响农户生产托管行

为，本研究参照江艇［29］的研究，采用两步回归法对

耕地转入、家庭创业以及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进

行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mi = β2 xi + α2 ci + εi （2）
mi1 = β3 xi + α3 ci + εi1 （3）
mi2 = β4 xi + α4 ci + εi2 （4）

式中：mi 为农户耕地转入情况；mi1 为农户家庭创业

情况；mi2 为农户信息可得性；xi 为数字金融使用水

平；ci 为控制变量；β2、β3、β4、α2、α3、α4 为待估计系

数；εi、εi1、εi2 为误差项。

3　结果与分析

3. 1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

影响

本研究运用 Probit 模型估计了数字金融使用水

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结果见表 2。估计

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说 H1 得到验证。这说明，

随着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的增长，其购买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的积极性也会随之上升。

在个体特征中，健康状况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身

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户，在非农就业市场中的竞争

力相应较强，并且具有较高的非农就业能力，致使

其更愿意参与收入水平较高的非农就业活动，因而

会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时间较长、劳动力投入较

大的生产环节进行托管［30-31］。此外，购买农业生产

表 2　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Table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model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是否为村干部  Is respondent a village official

政治面貌  Politics status

受教育水平  Degree of education

健康状况  Health condition

家庭收入水平  Family income

土地细碎化程度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of the land

家庭承包耕地面积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contracted by families

常数项  Constant

N

R2

生产托管行为  Production hosting service

系数  Coefficient

0. 169**

0. 177

0. 007

−0. 083

0. 055

0. 034

0. 111***

0. 009**

−0. 001

−0. 005

−1. 789***

1 317

0. 018

标准误  SE

0. 085

0. 151

0. 005

0. 093

0. 109

0. 048

0. 042

0. 004

0. 001

0. 006

0. 423

注：*、**和***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Note：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10%， 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standard 
errors.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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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服务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而身体健康状况较

好的农户，其赚取收入的能力也相应较强，从而更

倾向于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32］。在家庭生产经

营特征中，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服务费用，并且服务费用可能

会受到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而产生一定的价

格波动。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其农业生产

资金储备水平相应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强，可以更

好地满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过程中所需的资金投

入，因而更加倾向于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33-35］。

3. 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两种方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3。首先，本研究

借鉴魏佳朔等［36］、翁飞龙等［7］的做法，对核心解释变

量数字金融使用水平进行重新定义后再进行回归。

具体而言，从数字支付、数字借贷和数字理财 3 个维

度衡量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情况。选取“是否使用微

信、支付宝等数字化支付方式购买农资”对农户数

字支付使用情况进行表征；选取“是否通过网络借

贷渠道进行农业生产借款/贷款”对农户数字借贷

使用情况进行表征；选取“是否通过手机银行进行

理财”对农户数字理财使用情况进行表征。若农户

存在上述任意一项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则该题项取

值为 1。在此基础上，将 3 个题项得分加总，得到农

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该变量取值介于 1~3。结果

显示，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仍然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其次，本研究借鉴张林等［10］的做法，采用替换

回归模型的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重新进行检验。

由于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属于二元变量，因此本研究

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替换回归模

型后，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仍然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说明前述实证结果是可

靠的。

3. 3　内生性检验

前述初步证实了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

产托管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该结论可能会

受到潜在的内生性影响，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可能会

反向影响其数字金融使用水平。一方面，数字金融

作为新兴金融业态，其首要功能在于缓解农户资金

约束，提高其信贷可得性［10，13］，助力农户破除金融排

斥困境，从而为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提供了

必要的资金支持，促使其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购买率较高的农户也

会更加倾向于利用数字金融服务缓解购买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所面临的资金约束。因此，前述分析结

果可能会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参照陈良等［37］的研究，选取“家庭是否

拥有智能手机”作为本研究的工具变量。首先，智

能手机对于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具有直接影响。

由于智能手机等数字化通信设备是农户使用数字

金融服务的媒介，加之智能手机具备便携性、易用

性等优势，相较于电脑等其余数字化通信设备在农

村地区普及程度更高，因而家庭拥有智能手机的农

户，其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将会更高。因此，该工具

变量与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使用水平高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加总）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 totaling）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N

R2

重新定义核心解释变量

Redefine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0. 209***
（0. 068）

已控制

1 317

0. 021

替换回归模型

Replace the regression 
model

0. 279**
（0. 142）

已控制

1 317

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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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关，满足相关性条件。此外，“家庭是否拥有智

能手机”对于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并无直接影响，满

足工具变量选取的外生性条件。

本研究参照尹志超等［38］的研究，利用 IV-Probit
模型对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结

果见表 4。估计结果表明，首先，IV-Probit 模型的

Wald chi2值为 19. 76，不等于 0 且在 5% 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这表明内生检验模型具有较强的拟合性。

其次，IV-Probit 模型的外生性 Wald chi2 值为 3. 83，
不等于 0 且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而拒绝

“全部解释变量均是外生”的原假设，表明本研究核

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使用水平为内生解释变量。

并且第一阶段 F 值为 47. 11 显著大于 10，因而拒绝

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假设。此外，IV-Probit 模
型第一段估计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家庭是否拥有

智能手机）对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满足相关性条件。IV-Probit 模型第二段估

计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

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前述基准回归结果基本

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前述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3. 4　异质性分析

尽管前述论证了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

产托管行为的正向影响，但并未区分农户类型，这

可能会掩盖不同特征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购买决策的异质性。基于此，本研究对农户类型进

行划分，以便更深入地分析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

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一是基于农户

个体特征，参照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采用的年龄划

分标准和魏佳朔等［36］的研究，以农户年龄 65 岁为分

界点，将样本农户分为老龄农户和中青年农户；二

是基于家庭生产经营特征，参照世界银行对于小农

户土地经营规模划分标准和徐湘博等［39］的研究，以

家庭耕地面积 2 hm2（30 亩）为分界点，将样本农户

分为小农户和非小农户；三是基于土地资源禀赋特

征，为更加直接地反映土地细碎化程度，本研究参

照余威震等［40］、岳梦等［41］的做法，将地块平均面积

取倒数处理，作为土地细碎化程度的衡量指标。同

时，以土地细碎化程度中位数为分界点，将样本农

户分为土地细碎化程度较大的农户和土地细碎化

程度较小的农户。研究结果如表 5。
从农户个体特征来看，对于老龄农户而言，数

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对于中青年农户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可

能的原因是，相较于中青年农户，老龄农户的身体

表 4　内生性处理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endogeneity treatment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Does the family own a smart 
phone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N

外生性瓦尔德检验值

Exogenous Wald test value

瓦尔德检验值（Wald chi2）

Wald test value

第一阶段：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First stage：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系数  Coefficient

0. 172***

已控制

1. 032***

1317

3. 83*

19. 76**

标准误  SE

0. 045

已控制

0. 137

第二阶段：生产托管行为

Second stage： Production
hosting service

系数  Coefficient

1. 846*

已控制

−3. 794***

标准误  SE

0. 968

已控制

1.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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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有所下降，且居住地较为分散，导致其不便于

前往实体金融机构获取传统金融服务。而数字金

融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突破空间地理制约，

延长金融服务获取时间，有效降低了老龄农户获取

金融服务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提高了其信贷可

得性，为其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提供了必要的资

金支持，因而老龄农户更加倾向于使用数字金融参

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12，16，20，42-43］。

从家庭生产经营特征来看，对于家庭耕地面积

2 hm2（30 亩）及以上的农户而言，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家

庭耕地面积小于 2 hm2（30 亩）的农户则不存在显著

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部分田间作业环节对农户体

力要求较高，所需劳动力投入较大，当耕地面积达

到一定程度时，农户自身劳动力投入难以满足生产

需求，从而需要将部分生产环节进行外包［20］。并

且，随着农户家庭经营面积的不断扩大，其用于购

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资金投入将会提高，致使部

分农户产生了一定的生产性融资需求。而数字金

融凭借着“低成本、高便捷、覆盖广”等产业优势，可

以有效改善传统金融体系的弊端，降低农户生产性

融资成本，为其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提供必要的

资金支持，因而耕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更加倾向

于使用数字金融参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5，7，18-19］。

从土地资源禀赋特征来看，对于土地细碎化程

度较大的农户而言，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

托管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土地细碎化程

度较小的农户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

相较于土地细碎化程度较小的农户，土地细碎化程

度较大的农户将面临多样化的地块特征，地块间大

小、肥力、平整程度等差异将导致部分农业生产环

节难度增加，农户难以在有限的劳作时间内，完成

多个地块的全部生产环节［38，44］。而数字金融依托于

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具有良好的信

息传递功能。土地细碎化程度较大的农户可以通

过数字金融平台获取到便捷性、准确性以及透明度

更高的生产托管信息，使其可以精准匹配到符合不

同 地 块 生 产 需 求 的 农 业 生 产 托 管 服 务 ，因 而

更 加 倾 向 于 使 用 数 字 金 融 参 与 农 业 生 产 托 管

服务［10，12，24-25］。

此外，本研究对农户生产托管环节进行划分，

以便更深入地分析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不同

环节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参照

李亚娟等［45］的研究将耕地、播种、施肥、打药、灌溉、

收割以及烘干等 7 个水稻生产环节进行分类，选取

“是否向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买耕地托管服务”和

“是否向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买播种托管服务”2 个

题项对农户耕播环节托管行为进行定义，若农户购

买了上述任意一个环节的生产托管服务，则视为农

户具有耕播环节托管行为，取值为 1；反之，则视为

农户不具有耕播环节托管行为，取值为 0。选取“是

否向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买施肥托管服务”“是否

表 5　不同特征农户异质性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among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N

R2

老龄农户

Aging
farmers

0. 258*
（0. 147）

已控制

−1. 698***
（0. 423）

451

0. 038

中青年农户

Middle-aged 
and young 

farmers

0. 123
（0. 105）

已控制

−1. 047***
（0. 330）

866

0. 016

耕地面积≥2 hm2

Agricultural 
acreage≥2 hm2

0. 393*
（0. 220）

已控制

−2. 164**
（0. 903）

258

0. 075

耕地面积<2 hm2

Agricultural 
acreage<2 hm2

0. 145
（0. 094）

已控制

−1. 516***
（0. 477）

1059

0. 019

土地细碎化

程度较大

High 
fragmentation 

of the land

0. 251**
（0. 116）

已控制

−1. 891***
（0. 575）

734

0. 024

土地细碎化

程度较小

Low 
fragmentation 

of the land

0. 066
（0. 128）

已控制

−1. 755***
（0. 661）

583

0. 02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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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买打药托管服务”“是否向

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买灌溉托管服务”3 个题项对

农户田间管理环节托管行为进行定义，若农户购买

了上述任意一个环节的生产托管服务，则视为农户

具有田间管理环节托管行为，取值为 1；反之，则视

为农户不具有田间管理环节托管行为，取值为 0。
选取“是否向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买收割托管服

务”以及“是否向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购买烘干托管

服务”两个题项对农户收烘环节托管行为进行定

义，若农户购买了上述任意一个环节的生产托管服

务，则视为农户具有收烘环节托管行为，取值为 1；
反之，则视为农户不具有收烘环节托管行为，取值

为 0，研究结果如表 6。
估计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田间

管理环节托管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农户

耕播环节托管行为和收烘环节托管行为则不存在

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一是相较于水稻种植过

程中的耕地、播种、收割以及烘干等具有相对固定

作业时间的生产环节，施肥、打药以及灌溉等田间

管理环节作业时间需因地制宜且作业次数更为频

繁，农户难以在有限的劳作时间内频繁顾及全部的

田间管理环节。加之，数字金融作为大数据、云计

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机构相结合所形成

的新兴金融业态，其凭借着“低成本、高便捷、覆盖

广”等产业优势，可以有效突破传统实体金融网点

的距离限制，降低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门槛，进一

步节约农户劳作时间，因而农户更加倾向于使用数

字金融参与田间管理环节托管服务［5，7，18-19］。二是田

间管理环节通常会面临病虫草害等突发性问题或

追肥补肥等改善性问题，而专业化生产托管服务能

够有效弥补农户面临病虫草害等突发性问题和追

肥补肥等改善性问题时的技术薄弱缺陷，及时向农

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为农户增产丰收“保驾护

航”［45］。加之，数字金融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互

联网信息技术，具有良好的信息传递功能。农户可

以借助数字金融服务对生产托管信息进行获取、处

理以及应用，有助于农户把握托管市场动态，对其

参与田间管理环节托管服务产生积极影响，因而农

户更加倾向于使用数字金融参与田间管理环节托

管服务［6，8］。三是相较于施肥、打药以及灌溉等田间

管理环节，水稻种植过程中的耕地、播种、收割以及

烘干等生产环节获取机械化服务更为便利，致使多

数农户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均购买了耕地、播种、收

割以及烘干等生产环节的托管服务，因而数字金融

使用水平对农户耕播环节托管行为和收烘环节托

管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

3. 5　作用机制分析

为深入探讨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影响农户生产

托管行为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借鉴江艇［29］的做法，

采用两步回归法分析了耕地转入、家庭创业以及信

息可得性的作用机理，检验结果见表 7。

模型（1）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

家庭耕地转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前文的

分析，基于中介效应的两步法判定方法，可以认为

耕地转入在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

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假说 H2 得到验证。可

表 6　不同生产托管环节异质性分析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hosting phases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N

R2

耕播环节托管行为

Practice of outsourcing the 
sowing and planting process

−0. 044
（0. 099）

已控制

0. 353
（0. 473）

1 317

0. 011

田间管理环节托管行为

Outsourcing of field 
management tasks

0. 228**
（0. 090）

已控制

−2. 199***
（0. 445）

1 317

0. 027

收烘环节托管行为

Process of outsourcing the 
drying operation

0. 031
（0. 120）

已控制

0. 778
（0. 567）

1 317

0. 00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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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随着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其耕

地转入意愿更加强烈，进而促使其更倾向于购买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数字金融可

以有效改善传统金融体系的弊端，降低农户金融交

易成本，为农户提供更为便利的金融服务。随着农

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的提升，其信贷约束将会得到

有效缓解，生产性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进而为

其耕地转入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7，9，18-19］。另一方

面，耕地转入将会导致农户家庭经营面积扩大，然

而部分农业生产环节对农户体力要求较高，所需劳

动力投入较大，农户难以在有限的劳作时间内完成

全部生产环节，因而选择将部分生产环节进行外

包［20］。此外，随着农户家庭经营面积的不断扩大，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技术优势更加凸显，单位面积

的托管成本明显下降，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因而

农户更倾向于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7，21］。

模型（2）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

家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前述分

析，基于中介效应的两步法判定方法，可以认为家

庭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

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假说 H3 得到验证。可见，

随着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家庭创

业意愿更加强烈，从而促使其更倾向于购买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数字金融使用水

平的提高有助于缓解农户家庭创业所面临的融资

约束，为农户家庭创业提供更为便利的金融服务，

从而提升其家庭创业的积极性［10］。并且，随着农户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的提高，其金融素养将会得到有

效提升，对于家庭创业风险具有更为合理的预期，

能够准确预测创业投资的未来趋势，进而增强其家

庭创业的自信心［22-23］。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创业活

力的增强，农户大多会选择从事经济效益更高的

“非农化”创业活动，由于其自身精力有限，无暇顾

及全部的农业生产环节，因而会选择将部分生产环

节外包。

模型（3）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信

息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前文的分析，

基于中介效应的两步法判定方法，可以认为信息可

得性在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

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假说 H4 得到验证。可见，随着

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农业生产信

息可得性也随之上升，从而促使其更倾向于购买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这是因为，依托于数字化信息技

术，数字金融的支付、借贷和理财功能均可以发挥信

息传递作用。随着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水平的提升，

农户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平台获取到便捷性、准确性、

透明度更高的生产托管信息，从而精准匹配到符合

自身需求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10，12，24-25］。此外，农户

还可以借助数字金融平台传递生产托管需求，更有

针对性地与服务供应主体开展合作交流，降低双方

信息搜寻成本，有效实现信息交互，从而提高农户购

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积极性［6］。

表 7　作用机制检验

Table 7　Test of action mechanism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数字金融使用水平

Level of digital 
finance usag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N

Adj.  R2

R2

模型（1）：耕地转入

Model （1）： Conversion of 
farmland to other uses

0. 250***
（0. 090）

已控制

−0. 731
（0. 456）

1 317

0. 207

模型（2）：家庭创业

Model （2）：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0. 290***
（0. 101）

已控制

−0. 763
（0. 488）

1 317

0. 061

模型（3）：信息可得性

Mode （3）：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0. 376***
（0. 072）

已控制

3. 131***
（0. 349）

1 317

0. 07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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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湖北省 1 317 户水稻种植户的调研

数据，探究了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

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数
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2）数字金融使用水平通过促进农户耕

地转入、提升农户家庭创业水平以及提高农户信息

可得性进而促使其参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3）数
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存在

异质性。具体而言，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于年龄

65 岁及以上、家庭耕地面积 2 hm2（30 亩）及以上、土

地细碎化程度较大的农户的生产托管行为的正向

影响更为显著。4）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田间

管理环节托管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农户

耕播环节托管行为和收烘环节托管行为则不存在

显著影响。

针 对 上 述 研 究 结 论 ，本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政 策

启示：

第一，应当加快健全农村地区数字金融体系，

鼓励各大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以农业生产需求为导向加快农村数字金融技术

更新换代，简化数字金融应用程序，提高数字金融

服务效率，降低数字金融使用成本，充分发挥数字

金融使用水平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促进作用。

第二，应当合理布局村级金融服务站，设置数

字金融体验专区，帮助农户快速掌握数字金融使用

方法，切实提高数字金融普及率，有效缓解农户耕

地转入和家庭创业的融资约束，为农户参与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创造条件。

第三，应当加强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稳步推进“宽带乡村”建设项目，促进数字金融与现

代化网络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同时，应当开展“数

字金融+生产托管”专项服务，拓宽托管信息获取

渠道 ，为农户参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提供信息

支持。

第四，应当充分结合农户自身发展特点与家庭

生产经营特征，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数字金融服

务，为年龄较高、经营规模较大以及土地细碎化程

度较高的农户提供个性化的数字金融产品，不断提

高其数字金融使用水平，从而有效促使其参与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

第五，应当靶向优化数字金融产品，促进数字

金融与田间管理托管服务深度融合，不断引导数字

金融机构开发小额、高频、灵活的数字金融产品，进

一步匹配田间管理托管服务的细化交易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仍存在些许不足。首

先，由于调研区域仅聚焦于湖北省水稻主产区，因

而地域代表性有限，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拓展

调研范围，以便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其次，由于

数据获取受限，本研究将农户数字支付、数字借贷

以及数字理财三种数字金融使用情况水平加总虽

然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农户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深

度、使用广度、使用能力以及使用频率，但仍缺少直

接表征指标，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指

标，以便研究结论更具直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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